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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陆路对外交通的鼎盛时期，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沙漠道）为代表，这一点人们有

着比较充分的认识，也有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历史。同时，唐代还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海上对外交流的

创始时期，之所以要强调“大规模”这个观念，是因为通过海路与外界的交往，在中国古代开始得很

早，如考古发现的广州秦代的造船工场遗址
‹1›
，体现出秦汉时期我国已有相当水平的造船能力。另

外《汉书》上也有关于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的记载
‹2›
。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中国的先

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个别航程已经可以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在晚

唐时期（9世纪），海上的对外交往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阶段。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

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一些早期沉船的发现和发掘，使我对晚

唐时期以陶瓷输出为标志的海上对外贸易规模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  本研究为商务部文化援外项目“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课题研究部分）”成果之一。本研究得到指

南针计划“东非地区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综合研究”专项项目的资助。

‹1›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2› 主要记载了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海行到黄支和已程不国（约在今印度，斯里兰卡一带）的航程和一些当地的特产等。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页1670－1671，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

内容提要 9～ 10 世纪时期中国海上的对外交往频繁，其中瓷器对外输出的范

围、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质量等方面发展迅速，达到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

高峰。中外遗址出土和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考证，

可系统勾勒出晚唐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范围、规模、产品结构和在输出地的使用

功能。同时，以陶瓷输出为标志，可进一步探析这一时期以室利佛逝为中心的接

力式海上对外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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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

 ——9 ～ 10 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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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

（一）文献记载的唐代航海路线和对外交往地点

关于航海的记载在唐代以前十分稀少，而且主要来自于僧人西行求法和受官方委任出使外域的

记载，唐代以前著名的有东晋法显从隆安三年（399）到义熙七年（411）到印度求法的记载
‹1›
。

唐代以后，相关的记载多了起来，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
，记载了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 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 50

年间33批56人次（加上义净本人为57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有学者统计，这些西

行求法的人中路线不明的为4批4人，其余的有12批18人经由陆路前往印度，有21批34人经海路赴

印度，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相比为2.3：1；人数之比为1.9：1
‹3›
。义净本人亦是从海路出发到达

印度，在印度求法十余年，回来的路上留在室利佛逝（今苏门达腊之巨港）译经、著述八年，于长寿

二年（693） 回到广州。可见，在7世纪后半叶陆路交通全盛时期，海路也非常发达，取海路西行的

人数甚至超过陆路。

然而，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记载：“天宝中（742－755），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

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

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
‹4›
这两条记载表明，盛唐以前，尽管通过海路与西亚的印度乃至中东地区

有了较密切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应该主要是在民间层面的，官方间的交往还不多。到了晚唐时期，

官方记载的对外交往就大大增加了。

这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新唐书》中所记的“贞元宰相贾耽”，他是晚唐时著名的地理学家，突

出的贡献是记载了中国通往国外的许多交通路线。贾耽，字敦诗，天宝中明经科登第，肃宗、代宗、

德宗三朝历任汾州刺史、鸿胪卿、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德宗贞元九年（793） 拜相。他一生嗜

读书，尤酷爱地理。曾亲自考察过关中、山南等道。任鸿胪卿时，贾耽利用职务之便，从少数族裔、

外国使者和本朝使臣口中收集了各种地志资料，撰有多种地理学著作，并绘制了一些地图。先后撰

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

10卷、《吐蕃黄河录》4卷和《地图》10卷
‹5›
等。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水平，也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海

陆交通状况。贾耽的著作都已散佚，幸得《皇华四达记》中有关道路的记载在《新唐书》卷四三《地理

‹1›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3›  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载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卷），页17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页114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以下皆为此版本，不再标注）。

‹5›  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页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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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七下》的引文中得以保存下来。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对外交通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

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

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则是唐朝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

关于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经高丽到日本的“黄海道”，和从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日本的

“东海道”这两条路线，本文暂不涉及，现着重分析“广州通海夷道”。该条路线记录了从广州到巴

格达的路线，包括航向和航行时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Tuen Mun Hill，香港九龙

西南
‹1›
），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

‹2›
）。又南二日至象石（今大洲岛

‹3›
）。又西南三日

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Campanagara Island
‹4›
），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

至陵山（一般认为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海岸的归仁一带Qui Nhon
‹5›
）。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

南富庆省Phu Khanh东岸，或即华列拉角Cape Varella，一带
‹6›
）。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和庆，

一说芽庄
‹7›
）。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Phan Rang

‹8›
）。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

昆仑岛，Poulo Eondore
‹9›
）。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

‹10›
），蕃人谓之“质”，

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Selat
‹11›
），南岸则佛逝国（印尼苏门达腊岛Sumatra巨港

Palembang
‹12›
）。”

‹13›

这一段航程记载了从广州穿过南中国海，然后沿着中南半岛的东边向南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的路

线〔图一〕。它构成了由广州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段航程，记载详实准确，航行的区段大多详细到一两

日，短者仅半日。到了马六甲海峡以后，靠泊当时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室利佛逝的巨港。以巨港

为基点，航线分为两条〔图二〕。

‹1›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30，东方出版社，1988年。

‹2›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30。

‹3›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30。

‹4›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南海地名汇释》页280－281，中华书局，1986年。

‹5›  前揭《古南海地名汇释》页156。

‹6›  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页20－28。 

‹7›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246。

‹8›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489。

‹9›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365。

‹10›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518。

‹11›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514。

‹12›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463。

‹13›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页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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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印尼爪哇岛Jawa中部，10世纪后期迁往东部
‹1›
），南

中洲之最大者。” 这是从苏门达腊东行。诃陵国当时代表了爪哇岛的政权，又联结了大巽他群岛东

部的岛屿，在这里，商人们用各种手工业品换取林货和诸如丁香油、肉豆蔻之类的香料，是一条最

重要的贸易路线。

第二条：“又西出硖（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外

的伯劳威斯群岛
‹2›
），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克拉地

峡，Isthmus of Kra
‹3›
）。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印尼苏门达腊北

亚齐，Aceh
‹4›
）。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印度尼斯亚西北巴罗斯

‹5›
）。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印

度尼科巴群岛，Nicobar
‹6›
）。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Sri Lanka

‹7›
），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

‹1›  前揭《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页449。另参见谢光：《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页219，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 

‹2›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66。另参见［法］费琅（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56，中华书局，2002年。

‹3›  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56。另参见［日］桑原骘藏（冯攸译）：《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页114，商务印书馆，

1934年。

‹4›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596。另参见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59。

‹5›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34。另参见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60。

‹6›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38。另参见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60。

‹7›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38。另参见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60。

〔图一〕 广州到室利佛逝航线图 〔图二〕 室利佛逝到缚达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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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百里。”
‹1›
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也是印度洋贸易圈中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是联系东南亚与西亚、

中东到东非地区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斯里兰卡又有两条航路，一条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或亚喀巴湾沿岸地区，这条航路并

无明确的记载，早期的航海能力或许也难以进行这样长距离的航行，因此可能开通得稍晚；另

一条是《皇华四达记》记载的：“（从狮子国）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印度马拉巴尔，一说奎隆，

Quilon
‹2›
），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南印度

‹3›
）。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飓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
‹4›
）。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飓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

卡拉奇附近提勃尔
‹5›

)，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Indus
‹6›
），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

提飓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飓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

Abadan附近
‹7›

)，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

行，至乌剌国（奥波拉，在巴士拉Basra东
‹8›
，一说在波斯湾头之奥布兰）

‹9›
，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幼

发拉底河，Euphrates），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Basra
‹10›
），大食重镇

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伊拉克巴格达
‹11›
）。”

‹12›
这段航程记载了从狮子国到印度

次大陆的南端，然后沿印度次大陆西岸航行，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乌剌国，换乘小船后到达巴格

达的航路。总计，从广州到巴士拉海行的时间计87天。这是贾耽记载的第二段航路，从马六甲海

峡到波斯湾头，航行时间远多于第一段，但记载比较粗率，有的航段多达10天、20天。

这条路是唐人所说的“海东岸”，而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贾

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

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Samran）。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

‹1›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页1153－1154。

‹2›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38。另参见前揭《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页60。

‹3›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34－735。

‹4›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488－489。

‹5›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59。

‹6›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24。

‹7›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760。

‹8›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215。

‹9›  关于霍尔木兹和西拉夫的考证参见韩振华：《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另见前揭

《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10›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237。

‹11›  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页825。

‹12›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页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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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

曼首都马斯喀特或其南部的盖勒哈特，Qulhat）
‹1›
，当海西岸。

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

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歌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

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2›
。海西岸航路

之最南端为三兰国，关于三兰国的地点学界还有争议，张广

达认为在今也门，又称为阿丹（Aden）
‹3›
，岑仲勉则认为是在

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此观点最为流

行
‹4›
，贾耽记载这条航线的顺序是自南向北航行，所用时间为

48天，因此，其位于今非洲东部的可能性很大，从考古发现

看，非洲东部发现有唐代遗物的诸地点中以坦桑尼亚的基尔瓦

岛（Kilwa Island)最具可能
‹5›
〔图三〕。

除了贾耽的著述，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

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

摩邻两个国家。其中的摩邻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6›
。其记

曰：“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

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关于摩

邻国具体指哪国，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检讨起来有8种，但有较多的学者认为是指东非肯尼亚

的马林迪或拉穆。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

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

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其中以对

‹1›  岑仲勉解释了“萨伊瞿和竭”这个地名中的前缀“萨伊”是波斯文“……的城”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名实际上只有三个音

节“瞿和竭”。他也推断这个城市在马斯喀特以南。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页407－408，中华书局，1962年。亚瑟·斯蒂弗

(Arthur W. Stiffe)认为在盖勒哈特(Qulhat)，他认为，从古代旅行家如马可波罗至葡萄牙殖民者都没有提Maskat（Muscat, Masqat马斯

喀特），反而是其南部的一个地区Kalhat（盖勒哈特）一再被提起；并认为在13、14世纪以前，盖勒哈特是一个比马斯喀特更繁荣的

城市。见Arthur W. Stiffe, “Ancient Trading Centres of the Persian Gulf: IV Maska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 No. 6 (Dec., 1897), pp. 

608-618. 此材料承戴柔星先生帮助收集，谨致谢忱。

‹2›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页1154。

‹3›  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

743－80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前揭《中外史地考证》下册。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亦持此观点。

‹5›  Chitick N.(奇蒂克), Kilwa—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ern Africa Coast（基尔瓦——东非沿岸的一座伊斯兰贸易城市）,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airobi,1974. 

‹6›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的“拂林国”条（页6261）也转载了《经行记》有关摩邻国的记载。

〔图三〕 海西岸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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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拔力”国的记载最称完备：“拨拔

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

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

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

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

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

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

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

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

大食频讨袭之。”
‹1›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的文献中，与唐王朝有官方联系或较密切联系的国家甚多，其中

东亚有高丽、日本；东南亚（也就是唐代所说的南海诸国）的国家最多，仅《新唐书·南蛮传》中专为

立传的南海国就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等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等31

处
‹2›
，包括了除新加坡以外的今东南亚诸国。在众多国家或地区中，林邑（约当今越南中南部，一

称占婆）、真腊（约当今柬埔寨）、骠国（约当今缅甸）、诃陵（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室利佛逝(苏门答

腊岛东南巨港)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西亚有伊朗、印度、斯里兰卡及伊拉克；中东地区有阿曼、巴

林、埃及等；非洲地区是当时交通和贸易的终点，据学者们研究，见于记载的有北非的突尼斯、撒哈

拉乃至利比亚或毛里塔尼亚，东部沿海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肯尼亚到坦桑尼亚〔图四〕。尽

管后来宋元时期的一些文献，如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记载了更多的地名

和有更详细的记述，但实际上所涵盖的范围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状况大约要到明初郑和航海

时才出现了本质上的突破。

（二）文献记载的唐代陶瓷器的外销

尽管陶瓷器为海上贸易最主要货物，这一点尽人皆知，但文献上却极少有关陶瓷器出口的

记载，反而是对当时进口的香料记载颇多。少量的记载来自于外国的文献资料。公元851年佚名

作者编订的《中国印度见闻录》（Kitab Ahbor alsinwa’ L-hind），记载了商人苏莱曼对精美的中国瓷器

‹1›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四《境异》，页46，中华书局，1981年。《新唐书》在《大食传》附叙拨拔力，

内容较简略，字句略异，必取材于《酉阳杂俎》；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大食”条，页6262。

‹2›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页6297－6314。

〔图四〕 唐宋时期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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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誉：“中国人持有白色粘土制作的碗，它像玻璃一样美丽，可以看见里面所盛的液体。”
‹1›
由

于苏莱曼是在港口见到这样的瓷器，说明其是用于出口的。11世纪著名的波斯历史学家贝伊哈齐

（Bayhaqi，995－1077）记述：哈里发哈仑•拉施德（Horoun ar-Rashid）在位期间（786－809），暴虐的

呼罗珊（Khurasan）总督阿里•本•爱薛（‘Ali b.‘isa）极尽搜刮聚敛之能事，他向巴格达的哈里发贡献了数

量空前的金银、丝绸、珍宝和瓷器，在他贡献的多种多样的瓷器中，既有二千件精美的日用瓷器，也

有哈里发宫廷还从来没有见过的二十件（一说二百件）“中国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盏”
‹2›
。这条

材料说明，在八九世纪之交巴格达已有了数量可观的中国瓷器。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i,776－

868）编纂的《商务的观察》（Kitab al-Tabassur Bil-tijara）列出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品，其中从

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
‹3›
。伊本•忽尔达兹比赫（Ibn 

Khuurdadhbih）在《道里郡国志》的《入中国道里续志》一节中，也列举了中国输往阿拉伯的商品名

目，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
‹4›
。类似的记载还有

一些，兹不一一例举。

综上，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开始，波斯和阿拉伯的文献中开始记载中国对外输出陶瓷器，这

一点与考古发现的情况相吻合。

二  各地考古发现的中国瓷器

限于篇幅，本文拟从各地区找一处典型的材料作为例证来考察9～10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

1. 日本。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

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聚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

性质的遗址。以福冈市(Fukuka)鸿胪馆(Korokan)遗址为例。鸿胪馆是日本模仿唐朝“鸿胪寺”而成立

的外交机构，为太宰府所辖，主要是为了送迎遣唐使团和迎接唐、新罗使节及归化人而设。鸿胪馆

大约存在于7到11世纪。从1987年开始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以9世纪后期的青瓷最

多〔图五〕
‹5›
。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鸿胪馆遗址所见中国陶瓷的窑口有越窑、定窑、邢窑、河南巩县窑、

‹1›  Al-Sīrāfī, Abū Zayd Hasan ibn Yazīd,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an Sauvaget, Paris, Belles Lettres, 

1948. 中译本： ［法］索瓦杰译注，汶江、穆根来汉释：《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页7，中华书局，1983年。

‹2›  穆罕默德•本•侯赛因•阿卜勒•法兹勒•贝伊哈齐（Muhammad b. al-Husayn Abu’l-Fadl Bayhaqi）:《贝伊哈齐史》页425，德黑兰，

回历1307年；转引自雷恩（Arthur Lane）、萨詹特（R. B. Serjeant）：《亚丁沿岸的碎瓷片和碎玻璃片》，《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8年，第3－4期合刊，页110。

‹3›  Ch. Pellat, “Le milieu basrien et la formation de Gahiz” (Book Review)，paper presented on Arabica 1954 vol. 1 , pp. 224-226.

‹4›  Ibn Khurradādhbih, Liber viarum et regnoru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ël Jan de Goeje,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VI, 

Leiden, 1889（reprint Leiden, 1967）. 中译本：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

‹5›  ［日］田中克子，横田贤次郎：《太宰府·鸿胪馆出土の初期贸易陶磁の检讨》，《贸易陶瓷研究》（14），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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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窑、江苏宜兴窑、长沙

窑、台州温岭窑等。“不同的

窑场有不同的外销时期，越

州窑青瓷与邢窑、巩县窑白

瓷、绿釉陶最先作为贸易陶

瓷在8世纪中期开始输出，

到8世纪末9世纪初长沙窑

陶瓷外销异军突起，9世纪

中叶开始，定窑、温岭窑、婺

州窑、江苏宜兴窑的外销令

人瞩目，河南密县窑也开始

加入外销行列”
‹1›
。

2. 东南亚地区。这一地

区发现的9～10世纪中国瓷

器数量相当多，一个重要的

特点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大陆

遗址中出土不多，而以岛屿

地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

岛和苏门达腊岛发现较多。

现以印尼勿里洞海域的

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为

例。该沉船于1998年在印

尼勿里洞（Belitung）海域被

发现，经过一年的打捞，出水瓷器六万七千件，是唐代瓷器在海外最大的一次发现，资料也最齐备

完整。根据出水的纪年瓷器，船货的年代应为唐宝历二年（826） 前后。出水的器物主要是湖南长沙

窑瓷器〔图六〕，另外还有约2百余件浙江越窑瓷器，以及北方地区的白瓷，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一批

白釉绿彩器〔图七〕和广东地区的瓷器产品
‹2›
。

3. 西亚地区。瓷器出土相对分散，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Sammarra）比较重要。萨玛拉遗址位

‹1›  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John Guy, “Early Asian Ceramic Trade and the Belitung (‘Tang’) Cargo”,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66. 2001-

2002, pp.13-27. John Guy, “Early ninth-century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the Persian Gulf connection: the Belitung shipwreck evidence”,  

TAOCI, No. 4, December 2005, pp. 9-20.

〔图五〕 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越窑青瓷碗

〔图六〕 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彩绘碗

〔图七〕 黑石号沉船出水白釉绿彩胡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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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距巴格达125公里。

由于哈里发与巴格达民众的冲突，阿巴

斯（Abbasids）王朝于836－892年迁都到

此地，有8位哈里发以此为都城。该地为

西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遗址。1911年至

1913年弗里德里克•扎勒（Friedrich Sarre）、

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在此进

行了发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唐代瓷器。

主要有北方地区的白瓷、唐三彩，越窑青

瓷器〔图八〕和少量的长沙窑瓷器
‹1›
。

4. 中东地区。以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

为例。福斯塔特遗址位于今开罗市的南

部，是埃及伊斯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始建于公元642年，是穆斯林在埃及建立的最早的聚

居区，并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1168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打到此城附近时，法

蒂玛王朝（Fatimids）的统治者自己将此城烧毁。对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从1912年开始，大约延续了

近一个世纪，先后有埃及文物局、开罗美国研究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开罗法国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参与，分多次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其中以当地生产的陶瓷为主，中国瓷器的

数量大约有两万件左右。笔者在1994年曾对此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过调查
‹2›
，结合以前曾对此

地进行过大规模调查的三上次男的一些报告，大体可以确定这里9～10世纪的中国瓷器以浙江越窑

的产品为多〔图九〕，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广东地区窑口的产品，此二者占了大宗，另外还发现了八

片长沙窑瓷片〔图十〕和二三片唐三彩瓷片
‹3›
。

‹1›  Friedrich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1925, Berlin.

‹2›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页79－91。

‹3›  ［日］弓场纪知：《青花の路》页97，东京：日本放送协会，2008年。

〔图八〕 伊拉克萨玛拉遗址出土越窑碗残片 〔图九〕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瓷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十〕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 （弓场纪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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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洲地区。以东非肯尼亚的拉穆群岛为例。肯

尼亚的拉穆群岛应该是唐代文献提及的最远地区，

这里分布着许多斯瓦希里（Siwahili）文化遗址，许多

遗址都经过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如帕泰岛上(Pate)的

上加遗址(Shanga)，1980年至1988年，英国人Mark 

Horton先后对上加遗址进行过六次考古发掘，在获

取大量各类遗物的同时，基本搞清楚了上加聚落群

的布局特点和演变历史
‹1›
。曼达(Manda)岛上的曼达

遗址是英国人James Kirkman于1966年进行发掘的
‹2›
，

另外还有东多(Dondo)、西游(Siu)、塔卡瓦(Takwa)和帕

泰（Pate）等遗址
‹3›
。其中最大的、考古工作做得最充分的聚落遗址就是上加遗址。2006年中国考古工

作组对这个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部分9～10世纪的瓷器，主要种类有长沙窑、越窑

〔图十一〕、北方白瓷和广东地区瓷器等
‹4›
。表明这里从唐代后期就与中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  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一）外销瓷器的范围

根据现有的资料，几乎唐代文献中提到的重要地点都发现了中国晚唐到北宋初时期的瓷器。这

包括了《皇华四达记》中提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所记述的高丽、日本等国，“广州通海夷道”所

记的从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到东南亚诸国，过马六甲海峡以后的南亚、中东诸国，以及《酉阳杂俎》中

记载的非洲的诸国。以上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在唐代，主要是晚唐时期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大

的变化，直到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发生，才有了本质性的突破。这一点现在可

以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得到充分证实。但是这时形成的海上贸易优势很快被15世纪末期开始的殖

民时期航海活动，以及随后殖民贸易所取代。

（二）外销瓷器的规模

唐代的造船技术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商船的规模已十分巨大，据唐人李

‹1›  Mark Horton, S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96, London and Nairobi.

‹2›  Neville Chitticck, Manda－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rot on the Kenya Coast,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tica, Nairobi, 1984.

‹3›  Neville Chittick, “Discoveries in the Lamu Archipelago”, in AZANIA, Volume II, 1967, pp.37-67.

‹4›  秦大树、王光尧、刘岩：《2006年度肯尼亚陆上考古工作组工作报告》，国家文物局汇报资料。

〔图十一〕 肯尼亚拉穆群岛上加遗址出土越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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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国史补》中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有俞

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

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 
‹1›
《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到，唐朝海船因为体积太大，

只能在尸罗夫（今希拉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今阿曼首都）
‹2›
。造船技术的提高，为

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黑石号沉船的考古发现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根据国外学

者的研究，黑石号沉船应该是一条在阿曼一带制造的船舶
‹3›
，并不代表当时中国的造船水平，但从

出水的五万七千余件瓷器，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到当时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

（三）外销陶瓷的产地和品种特点

9～11世纪时期，陶瓷器的外销从少量输出，使目的地的人们了解其价值的初创阶段，迅速发展

到规模较大的输出阶段。这时期输出产品的窑口很广泛，包括了南北方许多重要的陶瓷生产地点。

大体如某些学者所归纳的所谓“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4›
。

在9～10世纪的外销瓷中，长沙窑和越窑瓷器是最主要输出产品，占了输出量的绝大部分，其

产地范围和产品种类都比较明确，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发现的几艘9～10世纪的沉船出水器物

看
‹5›
，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外销时期主要在9世纪，10世纪时迅速退出外销舞台，而越窑青瓷成为了

当时最重要的外销产品
‹6›
。尽管二者的输出时间大体相同，但有一个主角嬗变的过程。

而被称为邢窑白瓷的部分实际包括了邢窑〔图十二〕、早期定窑和河南巩县黄冶窑、白河窑等窑口

生产的白瓷器，还有一定数量的三彩器物，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北方瓷器实际上以巩县窑的产品

占了多数。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数百件白釉绿彩瓷器，特点是绿彩施加的范围比较大，有些还近

似绿釉器〔见图七，图十三〕，这类产品的产地也是自这条沉船发掘以来学者们不断探讨的问题，从

‹1›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页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前揭《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

‹3›  John Guy, “Early ninth-century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the Persian Gulf connection: the Belitung shipwreck evidence”,  

“TAOCI”, No.4, December 2005, pp. 9-20.

‹4›  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文物》1993年第5期，页87－94。

‹5›  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连续发现了几条9－10世纪的沉船，计有沉没于唐宝历二年（826） 的黑石号沉船，见

John Guy, “Early Asian Ceramic Trade and the Belitung (‘Tang’) Cargo”,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66. 2001-2002, pp.13-

27. John Guy, “Early ninth-century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the Persian Gulf connection: the Belitung shipwreck evidence”, TAOCI, No.4, 

December 2005, pp. 9-20.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三期，2002年，页1－60。

约沉没于10世纪前半叶的印坦沉船，见Flecker, Michael,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Java See, 

Indonesia”,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以及沉没于968年以后的井里汶沉船，见Adi Agung：《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

打捞纪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页151－154。

‹6›  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页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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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见到的出土材料看，河南巩县窑和河

北邢窑都有基本相同的器物，从黑石号出

土的资料看，也应包括了这两个生产中

心的产品；另一个可能的产地是河南相

州窑（安阳）
‹1›
。正如沉船资料所反映的那

样，白瓷输出在9到10世纪间也有重要的

变化，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白瓷均为北方地

区的产品，而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两条

10世纪沉船中出水的白瓷则以安徽繁昌

窑为主，北方的产品只有少量的新密西

关窑产品。输出白瓷的变化与越窑接替

了长沙窑一样，是十分明显的。9至10

世纪外销瓷器品种变化的动因，是今后

应该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成果看，北方地区

外销瓷器的窑场主要都分布在中央政府控

制的从长安到扬州一线的地区，这些器物

又都在扬州城内有所发现，表明其主要是

通过扬州出口的。

广东地区产品的具体产地比较复杂，

8世纪的窑址基本没有发现，9～10世纪

的窑址有二十多处，在粤中、粤东和粤西一带分布较为集中。典型窑址有粤东潮安北郊北堤头窑、粤

东北梅县水车窑、粤东新会官冲窑、高明窑等
‹2›
。梅县水车窑生产的瓷器较精美〔图十四〕，其他窑口

生产的瓷器质量粗糙。另外，从日本福冈鸿胪馆出土的资料来看，还有浙江婺州窑、台州温岭窑，

江苏宜兴窑等窑口的产品。产品的窑口很广泛，几乎包括了南北方各个重要窑场。

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初始阶段，是让当地人认识其价值的阶段。各窑均以质

量较好，带装饰的产品输出。这说明，在中国尚未出现专门的生产外销瓷的窑场，对于哪种瓷器和

哪个地区出口最合适，还处于自发的选择之中。其中长沙窑具有比较明显的外销瓷窑场的特点，产

品主要在海外发现，并且有不少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明显受到西亚、中东的影响。从11世纪后半叶

‹1›  秦大树：《论磁州窑的白釉绿彩装饰及其源流》，载乔登云主编：《追溯与探索——纪念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

四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页317－331，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古运泉：《广东唐宋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载《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页11，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 。

〔图十二〕 黑石号沉船出水邢窑白瓷杯 〔图十三〕 黑石号沉船出水白釉绿彩水盂

〔图十四〕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水车窑青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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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北方地区的瓷器就较少在海外发现，到12

世纪时，从南海诸国到中东和东非地区，就基本不

再出现了。

从地域上分，高丽、日本地区一般不出土广东

地区的产品，南海诸国到中东、非洲地区则各类产

品都有出土。相比较而言，西亚、中东地区发现的

器物质量普遍比较精美，这些器物即使在中国，

也属质量最好的，又以精美的越窑瓷器为多〔图

十五〕；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器物质量相对较差，以

长沙窑产品为大宗。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在瓷器外

销的初始阶段，就对外销瓷器的质量和相应的销售

目的地有所选择，运往最远地点的器物往往是质量

最高的，以便获得最高的价值，最大可能地换回类

似香料、象牙之类在中国具有极高价值的物品。

（四）本阶段外销瓷器的使用功能

从海外发现的9～10 世纪的外销瓷器看，这一

时期主要是日用瓷器，尤以碗、盘类器物为大宗，

说明在瓷器输出的早期阶段，其使用功能还主要是

供当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日常使用。12世纪以后，随着专门的外销瓷器窑场的出现，瓷器

的输出规模大大加强，器物的种类开始向某些特别用品扩展，如东南亚地区在南宋到元代时成组出

土专用明器等，说明来自中国的瓷器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着日益广泛和重要的地位。

四  早期海上贸易的模式

从上引贾耽的记载，并结合《中国印度见闻录》、《道理郡国志》和阿拉伯旅行家艾布•哈桑•阿里•

马苏第（Al-mas ‘ūdi，9世纪～956年）所著的《黄金草原》（Murūj al-Dhahab wa m ‘ādin al-Jawhar）等
‹1›
阿拉

伯文献记载的航路和贸易物品，我们可以看到，9～10世纪乃至更晚，在印度洋上有三个贸易圈，

即中国到东南亚（主要是苏门达腊和爪哇）的贸易圈；东南亚到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圈和阿拉伯

地区到东非的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两个最重要的联结点应该就是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的室利

‹1›  Masudi, The Meadows of Gold: The Abbasid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aul Lunde and Caroline Stone,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9.

〔图十五〕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瓷器残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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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逝王朝控制的地区和以巴士拉为中心的地区〔图

十六〕。

由于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从中国到巴

格达一个往返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这对于一个商人来

说时间太长了。因此，当时大部分商船实际上并不是

航行全程的。换言之，阿拉伯的商船并不直航到中

国；中国的商船也少有到达波斯湾的。东西两洋的货

物贸易，应该主要是在室利佛逝进行的。也就是说，

当时的海上贸易模式是一种以中心港为中心的接力式

贸易或曰转口贸易
‹1›
。从中国直航巴格达乃至东非的贸易是没有或很少发生的。中国所进行的贸易

主要是以室利佛逝为端点的。

（一）有关贸易模式的文献依据

从上引的一系列文献中可以看出三点证据：

第一，贾耽所写的《皇华四达记》详于马六甲海峡以前的路线记载，可以详细到一日，甚至半日

的航程，而马六甲海峡以后的航程则大大简略，尤其是在狮子国以后，航程的间隔大多在五六日，

甚至十日、二十日。同样，前引的三本阿拉伯文献，详于马六甲海峡以西航线、航程，而马六甲海峡

以后的航程，就记载得十分简略了。说明这几位作者所接触到的人，主要是使者和商人，对远端的

航线并不熟悉，原因是他们并不或者不常做中国到西亚、中东的全程航行，他们只需航行到贸易圈

的联结点就可以从事贸易了。

第二，中国与室利佛逝（室利佛逝从唐代末年改称三佛齐，入宋以后成为通称）有着非常密切

的联系。根据《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页14088－14090）记载，北宋建隆元年至大中祥符元年

（960－1008）期间，三佛齐（Somboja）使者正式到宋朝通使达14次，平均每三年多一次，说明两国

间有密切的官方联系
‹2›
。这是官方的往来。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

南、广州。”
‹3›
足见民间往来的频繁，也符合其依靠信风航海的特点。年代稍晚一点的中国文献，也

强调了室利佛逝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二记载：“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

番水道之冲要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4›
所以，作为中国

‹1›  秦大树：《试论早期阶段海上贸易的模式——9～10世纪的文献记载和沉船资料》，载“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页230－24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  夏秀瑞：《唐宋时期中国同马来群岛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页21－28。

‹3›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22页下，《津逮秘书》影印清汲古阁刊本。

‹4›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二“三佛齐国”条，页86，中华书局，1999年。

〔图十六〕 印度洋上的三个贸易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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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一个转移贸易地点，室利佛逝是最合适的，是双方都希望，并不断努力形成的。福建蒲田藏

绍兴八年（1138） 《详应庙记》碑记载：“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坚阻，往

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藩者，未偿有是。”
‹1›
尽管时代上已是12世纪前半叶，但仍可

说明，如果一年内完成一次贸易，只能是到达三佛齐。同时，也体现了海上贸易获利之巨。

第三，从中外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海上贸易很少有单一地点的产品。根据《宋史·三佛

齐传》记载，在960－1008年三佛齐使者14次入贡宋朝，入贡的物品有：象牙、犀角、真珠、白金、龙

脑、婆律熏陆香、乳香、蔷薇水、水晶、水晶指环、水晶佛、梵夹经、金字表、锦布、火油、琉璃瓶、珊瑚树、

万年枣、褊桃、白砂糖和昆仑奴等。其中诸如乳香、真珠、珊瑚等确为当地特产。但也有一些，如琉璃

瓶、蔷薇水、犀角、万年枣、昆仑奴等，则不是当地的出产物，是来自于西亚中东地区的物产。但作为

东西方贸易的联结点，这些物品三佛齐并不缺少，因此也被当作土贡进奉宋朝皇帝。

同样，阿拉伯学者的记述中也可看到这种现象。前述《商务的观察》列出的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

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道里郡国志》的《入中国道理续志》一节中，也

列举了中国输往阿拉伯的商品名目，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

皮、肉桂、姜。这些贸易物品中沉香、肉桂等明显是东南亚的产品，却被阿拉伯作者认为是中国的产

品，可见这是一种转口贸易的形式。阿拉伯的商人应该是从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得到的这些物品，而

统统将其认定为中国的产品。这也可说明，阿拉伯商人的多数贸易并非到中国来开展，而是在东南

亚的中间地点与来自中国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是与室利佛逝的官方进行贸易。

有学者认为，室利佛逝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所设计的一套完善的营运制度。为了便利商品交

易，汇集海中各个岛屿的土特产，如沉香、樟脑、檀香、香药、象牙、锡、丁香等，存放于库房。

首都巨港，不但屯积了从各个岛屿搜集来的土产商品。同时，也收买外域的产品，如中国的瓷器，

阿拉伯的蔷薇水、玻璃瓶等。于是，从世界各地前来贸易的商人，不需要到南海中的各个岛屿，或

其他地方去搜寻商品。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交易，赶上季风回程，或到下一站去。室利

佛逝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商船入港税及交易税
‹2›
。从上面所录的文献资料看，这样的贸易模

式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考古资料对这种情况的证实也是相当充分的。

（二）室利佛逝贸易中心的考古学体现

室利佛逝利用其无可取代的地理位置所采取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必然在考古发现中

体现出来。

第一，9世纪时，湖南长沙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器物，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和爪哇岛上的许

‹1›  蒋维 ：《莆田〈祥应庙记〉碑述略》，《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页119。

‹2›  Munoz, Paul Michel, Early Kingdoms of Indonesian Archipelago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published by Editions Didier Miller Pte Lt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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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遗址中都有发现。然而，在中南半岛上，却极少有发现，尤

其是在中南半岛东部的沿海地区，只有零星的发现。这表明，

根据贾耽所记录的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行路线，从中国来的货船

在到达室利佛逝以前，主要是在航行，未进行贸易。这一点超

出了一般人的认识，换言之，只有在室利佛逝才能开展大规模

贸易，因此航线的前部，不能也不可能进行零敲碎打的贸易。

目前在中南半岛的南端发现了少量的长沙窑瓷器，这应该是在

室利佛逝进行贸易后回运到中南半岛的。

第二，在爪哇勿里洞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土了5万

多件湖南长沙窑器物，其中以碗类为主。这些长沙窑器物的包

装方式是整齐地放置在广东地区所产的大罐内〔图十七〕
‹1›
。从

对长沙窑的研究和在扬州开展的考古工作看，长沙窑外销的主

要港口是长江下游的扬州港，而广东所产的青瓷大罐则只能从

广州港出口。黑石号还发现了一些北方地区产的白瓷器和浙江

越窑产的青瓷器，北方的白瓷也是从扬州港装船，而越窑青瓷

则应从明州港（今宁波）入海。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货船在扬州

装货以后，沿中国东南沿海分别停靠在明州港、福州港、广州

港，然后才开启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在去往爪哇岛诃陵国途中

沉没。但是这意味着5万多件瓷器在扬州装上船以后，在广州

要全部卸下，然后重新包装以后再装船，然后才驶向爪哇，而

在明州停靠一次，只是为了装上200多件越窑瓷器。这种方式

似乎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我们推测黑石号这条来自阿曼的帆

船，是在室利佛逝的巨港（Palembang）装上的这些货物，在运

往爪哇的途中沉没。这些从巨港装上的货物是由不同的船只从

扬州、明州和广州分别运到室利佛逝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巨港当时应该有巨大的仓库来容纳多达

数万件瓷器。

同样是在爪哇附近发现的井里汶沉船，也表现出船货的复杂性。沉船中出土的遗物包括来自中

国的30多万件各类瓷器，其中包括从明州出口的、占了绝大多数的越窑青瓷〔图十八〕，少量产于安徽

和河南的白瓷器〔图十九〕，大量南汉生产的铅钱货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的铜镜和大批的小口

深腹陶罐，来自马来半岛的大量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

‹1›  John Guy, “Early ninth-century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the Persian Gulf connection: the Belitung shipwreck evidence”, TAOCI 

No.4, December 2005, pp. 9-20.

〔图十七〕 黑石号沉船打捞现场：长沙窑瓷器被储存在广东产大罐内

〔图十八〕 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窑摩竭形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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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或波斯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

〔图二十〕，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

一吨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

的数百枚红蓝宝石等
‹1›
。如果我们

考虑每样东西都是从其原产地装

船，则白瓷器的出海港口应该是扬

州，最大宗的越窑青瓷是从明州装

船
‹2›
，然后到广州港停靠一下，就

是为了装上几百斤铅钱，其他的中

东玻璃器、斯里兰卡的器物和泰国

的器物等，若逐一装船，这条船至

少要停靠十个以上的港口，才能装

齐这些器物。设想一下，都会觉得

很荒唐。因此，这条爪哇建造的沉

船的装货地点可能还是在巨港。从

这条沉船的资料我们了解到，在巨港，汇集着从东非、中东、西亚、中南半岛等各地运来的货物，品

类之丰富超出想象。同时，在巨港，当时仓库的规模应当是相当大的，至少要有仓库能够容下30

多万件越窑瓷器、成吨的青金石原料等。

综上所述，9～10世纪时期，瓷器的外销在其创始后（8世纪中叶）不久，从销售范围、销售规模

以及器物的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即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时

期。这一时期海上的陶瓷贸易已经形成了一次贸易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件的规模。外销瓷器的特点

是输出产品的生产地遍布南北方的许多重要窑口，主体产品在9世纪主要是长沙窑瓷器，10世纪则

变成了以越窑青瓷为主。当时在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中国的直接贸易目的地应该是位

于苏门达腊岛室利佛逝王国的巨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页78－90。

‹2›  前揭：《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

〔图十九〕 井里汶沉船出水河南产白瓷盘口瓶 〔图二十〕 井里汶沉船出水阿拉伯地区产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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